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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番”隔离到开山抚“番”
———清代台湾少数民族政策述论

李细珠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１０１）

摘　要：清政府治理台湾少数民族的政策，首先是实行设立“番界”，把汉族移民与少数民族隔离开来，既严

禁汉族移民进入“番地”，又防止少数民族侵扰汉族移民。随着汉族移民开垦土地进程的推进，清廷不断调整汉

族移民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并逐步进行“番地”开发。晚清时期，西方列强与日本侵略引发严重的边疆危机，为

加强台湾海防，清政府实行开山抚“番”政策，进一步加快台湾开发的进程，使台湾山地少数民族地区也被完全

纳入大一统中国治理体系之内，成为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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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问题是清朝理台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清政府治理台湾少数民族的政策首先是实行设立
“番界”，把汉族移民与少数民族隔离开来，既严禁汉族移民进入“番地”，又防止少数民族侵扰汉族移民。

随着汉族移民开垦土地进程的推进，不断调整汉族移民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并逐步进行“番地”开发。晚

清时期，西方列强与日本侵略引发严重的边疆危机，为加强台湾海防，清政府实行开山抚“番”政策，进一

步加快台湾开发的进程，使台湾山地少数民族地区也被完全纳入大一统中国治理体系之内，成为中国领

土与主权完整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清代台湾少数民族政策，学界既往研究或是在有关治台

政策研究中有所涉及，或是关注某一时段或某个具体方面的政策措施，而较少贯通整个清代台湾少数民

族政策的实证研究。①本文拟在既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贯通地研究清代台湾少数民族政策演

变的历程，对清政府治理台湾的政策进行重新审视，以期进一步深化清代台湾史的研究。

一、清前期实施汉“番”隔离政策

清政府统一台湾后，闽粤汉族移民大量流向台湾，与当地少数民族共同成为台湾岛上的居民。随着

汉族移民人口的迅速增加，台湾岛西部平原可耕土地不断被开垦，少数民族逐渐退居山地，汉族移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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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的关系便成为清政府不得不严肃面对的重要问题。

清代台湾少数民族被称为“番”，根据其开化程度，有“生番”与“熟番”之别。“台湾土番，有生、熟二

种：其深居内山，未服教化者为生番，皆以鹿皮蔽体，耕山食芋，弓矢镖枪，是其所长。……其杂居平地，

遵法服役者为熟番，相安耕凿，与民无异，惟长发、剪发、穿耳、刺嘴、服饰之类有不同耳。”①“生番”是未

曾开化而居于山地的原始部落人群；“熟番”是接受汉化在平地过着农耕生活的平埔族群。虽然汉族移

民与少数民族在文化程度上有差异，但清政府对于二者基本上能做到一视同仁。早在康熙二十三年
（１６８４年），首任台湾镇总兵杨文魁陛辞请训时，康熙皇帝当面训示：“彼处新附兵丁，以及土人黑人，种

类不一，向来未沾教化，不知礼义。尔莅任，务期抚辑有方，宜用威者慑之以威，宜用恩者怀之以恩，总在

兵民两便，使海外晏安，以称朕意。”②此处所谓“土人黑人”，大概就是指当地土著。乾隆皇帝更直言：

“朕思民番皆吾赤子，原无歧视。”③这里所谓“民”是指汉族移民，“番”就是少数民族。台湾的土地与人

民都是大一统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康熙与乾隆都需要一个安定的台湾。

如何治理台湾民“番”问题，清朝初年采取了汉“番”隔离政策。其故有三：

一是为了防止汉人勾结“生番”作乱。台湾被纳入清朝版图后，汉族移民与少数民族杂处，地方官担

心两者互相勾结，成为社会动乱的根源。雍正七年（１７２９年），巡台御史赫硕色、夏之芳奏请“番民界限

宜定例严禁”，有谓：“台地番民共处，止可令其各安本分，不可令其互相固结。在熟番纳饷当差甚属醇

良，独生番性极蠢顽，好以杀人为事，从前虽经画界禁止民人出入，而生番之害不能尽绝。臣等细察情

形，闻向来内地奸民，间有学习番语，娶其番妇，认为亲戚，居住生番界内者，并将外间所有盐、铁、火药等

物贩卖与番……臣等愚见，请嗣后更定严例，画定生番界址，不许番民出入贩卖物件，一切火药、盐、铁尤

宜查禁，将生番社内通事一概革逐，如有擅入生番界内并贩卖违禁物件者，定例置以重典（朱批：第一妙

策）。”④平地“熟番”汉化程度高，业已与汉民接近，而深居山地之“生番”则仍然彪悍，并与汉民多有勾

连，严格划定民“番”界址，隔断汉族移民与“生番”的联系，是防止两者互相勾连作乱的必要举措。

二是为了防止发生“生番”侵扰汉人的所谓“番害”。由于民“番”杂处，“生番”出草杀人之事时有发

生，是为“番害”。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年），福建总督高其倬奏称：“番人焚杀一节，此事情节中有数种：一则

开垦之民侵入番界及抽藤吊鹿，故为番人所杀，此应严禁严处汉人，清立地界，不应过责番人；一则番社

俱有通事，通事刻剥，番人愤怨，怨极遂肆杀害，波及邻住之人，或旧通事与新通事争占此社，暗唆番人杀

人，此应严查佥准通事之地方官及严惩通事，而番人杀害无辜者亦应兼行示惩；一则社番杀人数次，遂自

恃强梁，频行此事，杀人取首，夸耀逞雄，此应惩创番人，以示禁遏。臣再四详思治番之法，最先宜查清民

界、番界，树立石碑，则界址清楚。……臣已行令台湾文武，又与新府县面说，令会同彻底踏查清楚，随其

地势，或二十步、三十步即立一碣，大字书刻，密密排布，不可惜费。既定之后，非经有故另详，不许擅移

尺寸。界址既清，庶生事之时，系番系民，清查有凭，惩处庶可得实。”⑤在汉族移民与少数民族居住区边

界用石碑标明界址，防止民“番”相互越界，有助于清查“生番”焚杀汉人的“番害”事件。

三是为了防止汉人进入“番地”开垦引起汉“番”冲突。随着汉族移民的增加，可耕地越来越紧张，有

些汉人便开始进入“番地”开垦，挤压了少数民族的生存空间，双方矛盾在所难免，这自然引起了地方官

员的警觉。乾隆十一年（１７４６年），户部议覆闽浙总督马尔泰等议奏福建布政使高山条奏台地民“番”事

宜，有谓：“民垦番地，虽久经禁止，但不分别定罪，小民不知畏惧。请嗣后番地均听各番自行耕种，如有

奸民再贌，告发之日，将田归番，私贌之民人，照盗耕种他人田地律，计亩治罪，荒田减一等，强者各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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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敬陈台地事》（巡视台湾吏科掌印给事中赫硕色等，雍正七年三月十六日上奏），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明清台湾档案汇

编》第２辑第１２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台湾大学图书馆、远流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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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若奸民潜入生番界内私垦者，照越渡缘边关塞律治罪。”①高山关于给予越界私垦“番地”之汉人按

律治罪的建议，经户部议覆得到清廷批准。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年），户部等部议准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奏

请定台湾府属厅县“生番”地方界址，明确规定了淡水厅、台湾县、凤山县、诸罗县、彰化县的“生番”地界，

“严饬地方员弁，不时稽察汉民私垦违禁等事，懈弛分别题参，兵役严加治罪”②。因为生存的压力，汉族

移民越界私垦情形严重，强化民“番”界址便成为地方官解决民“番”关系的重要举措，也是清政府重要的

理“番”政策。

清代在民“番”之间划界始于康熙末年。康熙六十一年（１７２２年），在平定朱一贵事件之后，为了防

止汉人窜入“番地”及“生番”焚杀汉人，台湾地方官“议凡逼近生番处所数十里或十余里，竖石以限之，越

入者有禁”，并在凤山、诸罗各“番社”边境“俱立石为界”。③ 起初，只是在“生番”出没的隘口竖立石碑，

标示民“番”界址。但石碑并不能有效限制“生番”出没，于是又沿着石碑线路以山岭、溪流自然分界，并

在平地开沟堆土为界。据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年）闽浙总督杨廷璋奏报：彰化县“番”界“于车路旱沟之

外，各有溪沟、水圳及外山山根，堪以久远划界。其与溪圳不相接处，挑挖深沟，堆筑土牛为界”。淡防厅

一带“从前原定火焰山等界，仅于生番出没之隘口立石为表，余亦未经划清。今酌量地处险要，即以山溪

为界，其无山溪处，亦一律挑沟堆土，以分界限”。④ 筑为界限的土堆，其外形如卧牛，故称土牛；土牛侧

边的深沟，则称为土牛沟。最初划界时，曾用红笔在存档图册上划线，表示“番”界线路，其后虽然也用其

他颜色表示“番”界，但习惯上一直沿用最早使用的红线，而以土牛代表地面上有形的“番”界，两者合称

土牛红线。⑤ 所谓土牛红线就是乾隆年间形成的台湾“番”界线路的代名词。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末年清政府划分民“番”界限，主要是隔离汉民与“生番”，而乾隆年间则演变为

划分汉民、“熟番”与“生番”的界限，形成所谓“生番在内、汉民在外，熟番间隔于其中”的“三层制族群分

布架构”。在这个制度架构内，清政府期许“熟番”在隔绝“生番”、汉民上扮演积极的角色，通过拨派“熟

番”常驻守隘并巡视民“番”边界（土牛界），以达到外御“生番”，内防汉民，以彻底隔绝汉民与“生番”的目

的。⑥ 正如福建布政使高山于乾隆十年（１７４５年）因有感于“生番群聚内山，熟番错居社地，汉民散处各

庄”的现状，奏请划清民“番”界限，“各管各地，不得混行出入，相寻衅端。……相应饬令地方官遴委佐

杂，跟同各番土目指出现在管理分界之处，再行立表，划清界限，使生番在内、汉民在外，熟番间隔于其

中。清界而后，汉民毋许深入山根，生番毋许擅出埔地，则彼此屏迹，断绝往来，自不致生衅滋事矣”。⑦

乾隆年间形成的这种“三层制族群分布架构”，正是以“熟番”作为中间层隔绝“生番”与汉民的比较稳定

的民“番”关系结构。

二、清中期汉“番”关系演变与“番地”开发

清代前期在台湾实行汉“番”隔离政策，考虑的因素很多，但主要是为了避免汉“番”冲突，尤其是防

止“生番”侵扰汉人的所谓“番害”。其时汉族移民在台湾西部平原尚有较多农地需要开垦，较少觊觎“番

地”，一般情况下尚能与“生番”相安无事，隔离政策颇具成效。但是，早在乾隆末年，汉“番”隔离政策业

已出现缺口。

由于生存的压力，已有汉族移民开始突破汉“番”隔离的禁区，想方设法开垦“番地”。福康安在平定

林爽文事件过程中观察到，台湾南北近山地区“番地”均遭开垦，作为汉“番”隔离标志的续定土牛界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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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志明：《番头家：清代台湾族群政治与熟番地权》，“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５－２６页。
《陈台湾事宜疏》（福建布政使高山，乾隆十年上奏），《明清台湾档案汇编》第２辑第１９册，第１０８页。



形同虚设，旧有的土牛界更是渺无踪影。他说：“台湾东面倚山，地方宽广，从前因淡水、彰化二处垦辟日
增，另行划定界限，设立土牛，禁止奸民越界占垦，免滋事端。乃因生聚日繁，民人私向生、熟番黎佃地耕
种，价值稍轻者谓之租贌，价值稍重者谓之典卖。熟番等归化日久，渐谙耕作，只以业经典卖与民，无由
取赎。是以各处番地，不特嘉义以南，多有侵越，即淡水等处，续定土牛之界，亦成虚设。臣福康安追剿
贼匪时，周历全郡，所过近山地方，良田弥望，村落相联，多在舆图定界之外。旧设土牛，并无遗址可寻。

从前设立时，不过筑土作堆，潦草塞责，本非经久之计。此时若不将埔地彻底清厘，事过境迁，界址必仍
滋混淆。”①福康安看到大量汉族移民越界开垦的事实，担心汉“番”隔离政策遭到破坏，因此建议清厘界
址，以强化汉“番”隔离。

福康安的担心并非多虑，事态正朝着他看到的方向发展。清代中期随着汉族移民增加，台湾西部平
原可耕地基本开垦完毕，移垦社会逐渐形成并定型。这时，汉族移民成为台湾岛上的强势力量，汉“番”

力量对比发生逆转。据咸丰年间台湾道徐宗幹对水沙连六社的观察：“前此林爽文穷蹙窜入，谋据险要，

幸彼时私入之人无几、生番之势尚强，不为所据。数十年来，私入之人较多，生番之势极弱。今昔异形，

所以尚无事故者，以并无巨恶乘机窜入。设或成为巢穴，则险为贼据，番力不敢拒争。”②徐宗幹担心汉
族移民强势进入“番地”，将严重破坏汉“番”隔离政策，打破既有的汉“番”平衡格局。实际上，随着台湾
土地开发进程的推进，汉族移民早有进垦“番地”之势，而且势头越来越强劲，台湾东北部的噶玛兰与中
部的水沙连等“番地”均被汉人开垦，已是不可逆转的既成事实。

乾隆末年，福建漳州人吴沙已经带领福建、广东移民进入蛤仔难（噶玛兰）北部三貂地区开垦“番
地”。据台湾知府杨廷理观察：“（乾隆）五十三年随福郡王康安驻军平台庄，攻克大理杙后，理筹防林逆
窜路，始知有三貂、蛤仔难之名。及该逆率伙越山逃遁，理请檄饬淡防同知徐梦麟赶赴三貂堵缉。嗣接
覆文，方知有漳人吴沙久住三貂，民番信服，可保无疏纵弊，及隔港蛤仔难生番尚未归化，并无居民，毋须
顾虑等情。次年，林逆就获，大兵凯旋，徐署郡篆，每向理称吴沙可信，并蛤仔难生番易于招抚，地方广
袤、土性膏腴情形，屡会理禀商徐抚宪（嗣曾）。抚宪以经费无出，且系界外，恐肇番衅，弗允奏办。后闻
吴沙私以盐布与生番往来贸易，适番社患痘，吴沙出方施药，全活綦多，番众德之，情愿分地付垦。吴沙
遂招漳、泉、广三籍之人，并议设乡勇，以防生番反覆，内地流民闻风踵至。吴沙恐以私垦获罪，嘉庆二
年，赴淡防同知何（如莲）呈请给札招垦。”③吴沙的开垦活动实际上得到了地方官的认可。随后，闽台官
员不断推动清政府把噶玛兰收入版图，设官治理，终于耸动天听。嘉庆十四年（１８０９年）初，清廷上谕：
“蛤仔栏北境居民现已聚至六万余人，且于盗匪窥伺之时，协力备御，帮同杀贼，实为深明大义，自应收入
版图，岂可置之化外。况其地膏腴，素为贼匪觊觎，若不官为经理，妥协防守，设竟为贼匪占踞，岂不成其
巢穴，更为台湾添肘腋之患乎！”④清廷一方面肯定了噶玛兰业已开发的事实，另一方面希望防止噶玛兰
成为“贼匪”的巢穴，故同意设官治理。经过福建督抚及闽台地方官两年多的筹划，清政府于嘉庆十六年
（１８１１年）正式设立噶玛兰厅，把该地区民“番”一并纳入政府治理体系。

水沙连地区的情况与噶玛兰较为相似，但结果不尽相同。嘉道时期，已有不少汉民越垦水沙连诸社
“番地”。噶玛兰设治之后，闽台地方官也开始纷纷建言仿照噶玛兰之例，把水沙连地区设官治理。如台
湾知府邓传安所谓：“其淡水之蛤仔难，向在界外，今入版图，改成噶玛兰，设官吏如淡水厅，通判即兼理
番，不隶北路同知矣。……阿里山之副通事、水沙连之社丁首，皆治贌社、输饷事宜。……夫贌社，即民
番互市也。所谓归化，特输饷耳；而不薙发、不衣冠，依然狉狉榛榛，间或掩杀熟番而有司不能治，为之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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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安得如噶玛兰之改土为流乎。”①道光二十六年（１８４６年），闽浙总督刘韵珂、福建巡抚郑祖琛奏陈台

湾水沙连六社“生番”输诚内附，并献纳各社舆图，吁请归官开垦。他们派台湾镇总兵与台湾道查看情

形，妥议筹办，并向清廷详细提出开辟水沙连各有祛弊、兴利五条理由，最后建议“援淡水、噶玛兰改土为

流之例，一体开垦，设官抚治”。② 但是，水沙连的设治建议并没有得到清廷认可。道光二十七年（１８４７
年），大学士穆彰阿等会同军机大臣、户部议奏，认为水沙连地区开辟以后，可能导致民“番”争端及“番

乱”，甚至引起外国觊觎，故主张遵例封禁而不予更张。对此，道光皇帝深表赞同，表示继续实行封禁政

策③，水沙连地区的设治便被搁置起来。

咸同时期，清政府在台湾继续实行汉“番”隔离政策。与清前期主要是防止“生番”焚杀汉人的所谓

“番害”不同，这个时期该项政策的重点在于防止汉族移民进垦“番地”引起的汉“番”冲突。直到同治十

三年（１８７４年）牡丹社事件发生之后，清政府因应国内外形势而实行开山抚“番”政策，台湾东部山地少

数民族居住地区才得以渐次开发。

三、晚清时期转向开山抚“番”

晚清时期，中国国势衰弱，不断遭受西方列强与日本的武力侵略，地处东南海疆的台湾更是首当其

冲，深受其害。为了应对边疆危机，清政府不得不改变既有的汉“番”隔离政策，实行开山抚“番”，打通台

湾东西部通道，把东部山地少数民族地区纳入规范的地方行政治理体系之内。

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年），日本借口此前琉球漂流民被台湾“生番”杀害，并以“生番”地界乃“无主之

地”为由，出兵侵略台湾，攻打牡丹社等山地少数民族地区。对此，清政府积极应对：一方面是严正驳斥

日本以“生番”地界为“无主之地”的侵台口实，坚定地维护对台湾“番地”的主权；另一方面则开始严肃反

思并调整理台政策，即改变汉“番”隔离政策，实行开山抚“番”。同治皇帝谕令福建督抚：“番地虽居荒

服，究隶中国版图。其戕杀日本难民，当听中国持平办理，日本何得遽尔兴兵，侵轶入境！若谓该国仅与

生番寻仇，未扰腹地，遂听其蛮触相争，必为外国所轻视，更生觊觎。衅端固不可开，体制更不可失。该

督惟当按约理论，阻令回兵，以敦和好，不得以番地异于腹地，遂听其肆意妄为也。”④清廷在明确宣示

“生番地方本系中国辖境，岂容日本窥伺”的同时，授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

臣，谕令其带领轮船兵弁以巡阅为名，到台湾“生番”地界察看，“至生番如可开禁，即设法抚绥驾驭，俾为

我用，藉卫地方，以免外国侵越”。⑤ 可见，清政府在维护“番地”主权的同时，业已开始考虑“生番”地界

开禁问题。

沈葆桢赴台主持对日交涉，同时开始开山抚“番”工作。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年）十一月，日本从台湾

撤兵后，沈葆桢与潘霨奏陈台湾善后事宜，认为“此次之善后与往时不同，台地之所谓善后，即台地之所

谓创始也；善后难，以创始为善后则尤难”。台湾善后之难，是因为这是台湾开发与建设之始，当务之急

就是开山抚“番”。事实上，沈葆桢与潘霨在对日交涉过程中业已启动此项工作，并初具成效，但没有全

盘规划，成败尚在存疑。“曩为海防孔亟，一面抚番，一面开路，以绝彼族觊觎之心，以消目前肘腋之患，

固未遑为经久之谋。数月以来，南北诸路，缒幽凿险，斩棘披荆，虽各著成效；卑南、奇莱各处，虽分别军

屯，只有端倪，尚无纲纪。若不从此悉心筹画，详定规模，路非不已开也，谓一开之不复塞，则不敢知；番

非不已抚也，谓一抚之不复疑，则不敢必。”他们建议在“后山”少数民族地区进一步全面推行开山抚

“番”，有谓：“夫务开山而不先抚番，则开山无从下手；欲抚番而不先开山，则抚番仍属空谈。今欲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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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曰屯兵卫，曰刊林木，曰焚草莱，曰通水道，曰定壤则，曰招垦户，曰给牛种，曰立村堡，曰设隘碉，曰致

工商，曰设官吏，曰建城郭，曰设邮驿，曰置廨庑。此数者，孰非开山之后必须递办者？今欲抚番，则曰选

土目，曰查番户，曰定番业，曰通语言，曰禁仇杀，曰教耕稼，曰修道途，曰给茶盐，曰易冠服，曰设番学，曰

变风俗。”①随后，沈葆桢又会同福州将军文煜、闽浙总督李鹤年、福建巡抚王凯泰奏请废除严禁内地民

人渡台、严禁台民私入“番”境、严禁贩卖铁器与竹竿的旧例，“将一切旧禁尽与开豁，以广招徕”。② 清廷

允准，从此废除了汉“番”隔离政策，有利于汉族移民开垦后山“番地”。

沈葆桢在台开山抚“番”分南、北、中三路进行，分别由海防同知袁闻柝、福建陆路提督罗大春、南澳

总兵吴光亮负责，取得了显著成效。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年）十月，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沈葆桢会同

福建将军、督、抚为开山抚“番”出力人员请奖时，对于一年多以来的相关工作做了概括性的总结：“至去

年五月以来，开山抚番，南路则由内埔、昆仑、诸也葛、大猫厘等处而入卑南；北路则由苏澳、大南澳、三层

城、马邻溪、鲤浪港等处而抵加礼宛、秀姑峦；中路则由大坪顶、大水窟、凤凰山、茅埔、东埔等处而抵霜

山。计三路开地，各数百里、百余里不等，均系束马悬车，缒幽凿险，随地随时创碉设堡，馘逆抚良，艰苦

劳瘁，亦比寻常行军过之，其或襄赞机密于风鹤动心之日，或建筑城垒于惊沙烈日之中，或涉重洋以购军

需，或冒奇险以筹接济，或率偏师以扼要隘，或捕积匪以静内讧，或司侦探以济兵谋，或联乡团以固边圉，

均能始终勤奋，著有成劳。”③沈葆桢这些开山抚“番”工作，初步打通了台湾东西部通道，并沿途招抚
“番”社。为了适应开发之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沈葆桢还适时调整台湾的行政建置，在南部增设恒春

县，北部增设台北府，析淡水厅为淡水县、新竹县，改噶玛兰厅为宜兰县，增设基隆厅，中部设立卑南厅、

埔里社厅，强化了相关地区的行政治理。

沈葆桢去台之后，福建巡抚丁日昌继续开山抚“番”工作。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年），丁日昌认为：“从前

台湾南、北、中三路类皆鸟道羊肠，生番时常截杀，故每开一路，必驻数营之兵以守之，而危崖壁立，车马

难通，路虽开欲不开也。”他在台湾巡查南路时，在恒春发现一路，从八瑶湾、大鸟万到后山卑南、秀孤峦

等处，因饬前恒春县知县周有基就近分雇“番”民，克期开竣。随后又派候补道、前台湾府知府周懋琦查

验，“据称此路极为平坦，车马皆可行走，连年所开后山各路，无如此次之工省而路平者”。丁日昌甚至认

为，有了这条恒春新路，“则前次所开各路均可暂行弃置，既节饷需，又免番害。将来即由新路多设腰站，

前、后山往来文报不过数日可达，较之从前所开各路迟速悬殊”。④ 丁日昌还奏请在香港、汕头、厦门等

处设立招垦局，招集福建、广东移民到台湾拓展垦务，“每月派定官轮船数次，前往招集客民，并准携带眷

属，到台后给予房屋、牛只、农具。将来壮者勒以军法，使为工而兼为兵；弱者给以田畴，既有人而自有

土”。⑤ 由此而使台湾后山的开发进入新的阶段。

中法战争之后，台湾建省，刘铭传为首任巡抚，进一步推行开山抚“番”政策。其时，署台湾道陈鸣

志、副将张兆连献策，将后山水尾中部与前山彰化之间开辟通道，使前、后山声气相连，便于招抚“生番”。

有谓：“后山番社未抚尚多，跧伏万山之中，北抵苏澳、歧莱，南至埤南、恒春，绵亘数百里，若由后山水尾

适中之地，与前山彰化除道成梁，声气联络，先抚后山中路，其余当闻风向化，无俟招徕。否则招抚虽多，

声气终隔，劳费虽重，驯服仍艰。”刘铭传派署台湾镇总兵章高元统带炮军、练勇、民夫，自彰化集集街凿

山而东，造路１２２里，张兆连率军民自水尾凿山而西，造路６０里，双方在牡丹岭汇合，开通了一条横穿中

央山脉１８２里长的通道。前、后山通道开辟之后，刘铭传便加速招抚“生番”，“数月间，后山各路凡二百

３６

从汉“番”隔离到开山抚“番”———清代台湾少数民族政策述论

①

②

③

④
⑤

《为奏台地善后势当渐图番境开荒事关创始请旨移驻巡抚以专责成以经久远事》（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沈
葆桢等，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朱批），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明清台湾档案汇编》第４辑第７４册，第４４６、４４７页。

《为台地后山急须耕垦请开旧禁以杜讹索而广招徕恭折驰陈仰祈圣鉴事》（福州将军文煜等，光绪元年一月十日朱批），《明清台
湾档案汇编》第４辑第７６册，第２３５－２３６页。

《为奏台地剿服番社开辟后山各著成效所有在事出力之文武员弁绅士人等择尤保奖事》（两江总督沈葆桢等，光绪元年十月十六
日朱批），《明清台湾档案汇编》第４辑第７７册，第１９７页。

《开通后山新路拟将委员请奖片》，赵春晨编：《丁日昌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６４页。
《台湾举办垦务矿务片》，《丁日昌集》上册，第１４１－１４２页。



一十八社，番丁五万余人，咸奉约以归。前山各军亦续抚二百六十余社，薙发者三万八千余人。水尾、莲

港、东势角、云林可垦田园数十万亩”。① 在抚“番”工作顺利进行过程中，刘铭传再次调整台湾行政建

置，把台湾省城设在彰化，并设首府为台湾府，首县为台湾县，增设云林县、苗栗县，原有之台湾府、台湾

县改为台南府、安平县，另增设台东直隶州，管辖北到花莲、南到卑南的台湾东部地区，从而基本奠定了

台湾的行政区划格局。

结　语

清政府在晚清时期因应时局变化，适时调整汉“番”隔离政策，实行开山抚“番”，不仅有助于加强对

于台湾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治理，有利于巩固中国东南海疆的防务，而且有助于促进汉族移民与台湾少

数民族在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与融合，有利于推动台湾的近代化进程。

通过贯通地研究清代台湾少数民族政策演变的历程，谨做两点简要结论如下：

其一，清政府治理台湾少数民族政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因时制宜地做了适当调整。从前期实行汉
“番”隔离到后期转向开山抚“番”，不仅有晚清边疆危机的背景，而且清中期汉“番”关系演变与“番地”开

发进程，也为此提供了政策转向的现实可能性，这一点是既往相关研究未曾关注的。

其二，关于清政府治理台湾政策的总体评价，论者有所谓前期“消极治台”、后期“积极治台”之说。

其实，从清政府治理台湾少数民族政策因时制宜地调整的基本情况来看，这些政策调整均是清政府针对

台湾现实问题作出理性思考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加快对台湾治理与开发的进程，表明清政府对

台湾的重视及其对理台政策的慎重是一以贯之的，虽然有政策转向，但并非有“消极”与“积极”之别。清

代前期与后期一样，也是如此重视台湾，又如此想方设法加强治理台湾，可见所谓清政府前期“消极治

台”之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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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各路生番归化请奖员绅折》（光绪十三年四月初四日），马昌华、翁飞点校：《刘铭传文集》，黄山书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４６－１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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